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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调整生育政策的启示

陈济朋

中国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时机的选择很关键。谈论生育政策调整的话题，笔者想到了曾经待过的新加坡。新加坡在历史上也曾面临与中国类似的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其政策转变调整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细加研究。

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建国之初曾出现生育高峰，相关文献显示，高峰时期曾达到平均一名育龄女性生育6个孩子的水平。面对英军撤离后经济失去支撑的困局，新加坡在1965年成立了家庭计划及人口局推动计划生育。起初，新加坡只是鼓励家庭小型化，到1972年还明确提出“两个就够了”的政策，1977年开始提倡晚婚晚育。政府采取了一些待遇区别化的措施，借助经济诱因来推行计生政策，比如，只有生前三个或两个孩子时才享受产假。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75年降到了2.1的更替生育率水平，提前几年完成了目标。不过，政策调整却并不及时。到了1986年，家庭计划与人口局正式解散，但当时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生育率达10年之久。1987年，“两个就够了”的政策被直接改为“三个或更多”。

对于政策调整滞后的原因，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叶镁盛说，这是一个很有争论的话题。在技术层面，由于人口统计数据往往迟滞，政策制定者要确认生育率的降低是短期的变化还是趋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需要些时间。

李光耀后来为当时的政策辩护说，这使得新加坡当时有可能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也减轻了当初的就业压力。不过，他也承认，政府没想到教育水平对于女性生育率有那么大的影响。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后，才确认了变化的趋势。

叶镁盛认为，新加坡的“少子化”，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导致机会成本增加和生育观念改变。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结婚生子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婚育年龄也在推迟。

如今，生育率低下是新加坡面临的严重挑战。作为一个城市国家，这种挑战尤其严峻，只能靠大量吸收移民来补充人口。但是，吸收移民的快慢要考虑社会承受度，是个政治话题。学者认为，生育率很低时，可能要花钱鼓励生育，因为孩子将是维持社会持续更替的“公共产品”。

计划生育调整过程中的政策惯性，显然让新加坡吃了亏。叶镁盛说，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随着社会经济状况改变而改变，重要的风险之一是当决策者想让人生的时候却没人生。她建议，中国进行严密的社会学调查，以确认人们的生育意愿，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对政策及时调整。至于部门利益的处理，新加坡的家庭计划及人口局在1986年解散之后，部分人回到了卫生部。另一项新加坡做得好的地方则在于，决策始终注意透明度，及时公布政策调整的依据。

有人认为，与新加坡不同，中国有农村可补城市人口生育率的不足。但以笔者的经历，农村人也已经融入经济发展大潮，“少子化”趋势不可逆转，能否补足真是个未知数。

印度何以成为CEO“摇篮”

汪平

近年来，印度人屡屡出任跨国公司高管的话题已被数次谈论。2014年年初，全球IT巨头微软公司任命46岁的印度裔高管萨蒂亚·纳德拉为新任CEO，再次催生关于为何印度人能在欧美大公司“出人头地”的疑问。联系上同样是人口和人才输出大国的中国，这类对比更引人关注。

有这样一组数据：针对美国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一次权威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中的CE0美国人最多，其次就是印度人，他们领导着其中7家公司，加拿大人则有4个，甚至连标准普尔自己都曾选了一位印度后裔当总裁。而根据《财富》杂志2009年的统计，世界500强公司的CE0中，只有两位中国大陆人、两位北美籍华裔。

印裔经理人“攻陷”跨国巨头

随着纳德拉执掌微软，印裔CE0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职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除纳德拉外，一长串名字足以说明印裔在西方企业中有多成功：百事可乐CE0卢英德、德意志银行CE0安舒·贾恩、万事达卡CEO阿贾伊·邦加、消费品巨擘利洁时CE0拉凯什·卡普尔、Adobe公司CE0山塔努·纳拉延等。以上这些CE0都是现任的，如果再加上标准普尔公司前总裁德文·夏尔玛、联合利华前CEO文迪·邦加，这群体将更加壮观。无怪乎有人惊叹，印度人频频“攻陷”跨国巨头。

这些印裔高管来自印度各地，所学专业也不尽相同。例如，贾恩出生于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卢英德出生于距斋浦尔1300公里的清奈。有几位CE0，包括卢英德、彭安杰曾就读于印度管理学院(IIM)，该校由印度政府出资创建，目的是培养国内的管理精英。还有些CE0并没有管理方面的背景，例如纳德拉读的是工程，而贾恩、邦加读的就是企管。

如果真想找到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的年龄介于45-55岁之间，且在印度完成学业后都远赴英美深造，取得所在地国籍。大多数人都是从公司基层干起，一步步得到提升，才达到如今的高度。    

这一现象在美国硅谷更加明显：除纳德拉接管微软外，同样出生在印度的皮贾伊也已执掌谷歌的安卓部门多时，更“恐怖”的是，谷歌董事会13位高层领导中，有4位是印度裔。早在2005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硅谷1／3的工程师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来自印度。

文化和语言优势

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才战略集团总裁马克·埃夫龙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说，语言优势和适应不同文化的能力，使印度裔在管理层中相比其他亚裔更容易脱颖而出。

由于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英语和印地语并列为官方语言，英语也成了很多印度人接近母语的语言。在大城市里，出身中产家庭的年轻人过着西式生活，看好莱坞大片，听西方流行音乐，在孟买这一大都市里，很多东西都能与欧美同步。

虽然印度人说英语有很重的口音，但他们的英语十分流利，丝毫不影响精准地将意思表达出来。相比之下，中式英语囿于中译英的思维，在沟通和表达效率上的确逊色不少。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懂得用英语来思考。

长期推崇欧美的国内情绪也推动着印度人移民，特别是到美国去。而印度国内的环境往往留不住人才，一流专业人才因此纷纷落户欧美，甚至有媒体笑称印度：一流人才移民，二流人才在本国经商，三流人才从政。印度将本国最好的人才“无私”地贡献给了跨国公司。

语言思维和欧美相近，加之印度人开放热情的性格和崇尚个性，使他们更能适应欧美文化。印度人能歌善舞，从小生活在大家庭中，容易养成外向和热情的性格，他们平时喜欢侃大山和辩论，这令他们巧舌如簧、口若悬河，这些都有助于其在职业生涯中融入公司和团队。

印度人十分重视感情的维系，即使平时无事，也愿意约朋友或客户一起喝喝茶，或去酒吧聊天。天生乐观的印度人十分幽默，一些看似挖苦和讽刺的自嘲，往往能拉近人的距离，使他们在社交上游刃有余。

此外，印裔在海外的抱团文化也使他们在人脉上更有优势。“你必须适应新的地方，不管到哪儿，都得尽快建立一个圈子。”联合利华的前任CE0文迪·邦加说，他的弟弟则是万事达卡的CE0阿贾伊·邦加。

或许是在国内都是普通甚至是贫苦家庭出身，海外的印裔在人生经历和价值观上有太多相同之处，他们相互往来、抱团合作，若是一人提升，通常都会推荐本国同胞。

商学院教育和长远职业规划

虽然印度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是很高，整体教育水平也很有限，但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融入国际市场的经济管理人才教育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

印度人在理工特别是数学方面的天赋早已世界闻名，凭借在这方面的专才，再加上近乎母语般的英语水准，印度向硅谷输送了大量的IT工程师。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IIT)正是培养这类技术精英的摇篮。

人口数量庞大的印度，目前实行的仍是精英教育，只有那些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考进大学。而一流学府，如印度理工学院的录取率更是低得惊人，每年有成绩优秀的30万中学生报考该校，录取率不足2%。

英语的普及以及奉行的与西方接近的政治体制，使印度与欧美国家保持着畅通交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印度理工学院等知名学府便向欧美输送大量技术人员。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商学院教育很早就与国际接轨。

印度管理学院等高等学府则是培养印度管理人才的摇篮。早在20世纪50年代，该校在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帮助下成立加尔各答分校，在60年代又与哈佛商学院联合创立印度管理学院阿默达巴德分校。

相比之下，中国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实施现代管理学教育，逐渐建立商学院。印度在管理实践和培养商业管理人才方面一直走在中国的前面。

除此之外，长远的职业规划，特别是事业雄心决定了印裔经理人能在职场上走得更远。根据一项调查研究，各国在美国的移民群体当中，印裔平均收入最高，而且这一群体人数不少。即使经济条件优越，这些印裔经理人仍不满足现状，宁愿自己拥挤在合租公寓楼，也要花钱去上MBA，不断“折腾”，甚至很多高级经理人辞去工作，自己创立公司，而不去考虑买车买房。

这些印度经理人拥有雄心和榜样：卢英德1994年加入百事可乐，纳德拉在成为CE0之前已经为微软工作22年，彭安杰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炎热的农村为雀巢公司卖过巧克力……印度人在做事上有很强的毅力，正因为这种坚持不懈，才造就了印裔职业经理人今日的辉煌，这些也许更值得中国经理人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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